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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36年，鲁迅生活的上海是多种社会思想斗争激烈的场所，一方面国民政府为实施一

党专政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另一方面，寻路的共产党人在种种封锁中正积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置

身复杂的社会环境，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做出符合个人价值观念和民族利益的抉择，鲁迅的思想发展

也受此影响，后来评价其政治倾向与之不无关系。但鲁迅对共产主义的选择或实践，又同那一时期

以及成为执政党后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有着差异，这种区别可以从鲁迅对自己的三个称谓窥见一

斑，也可以作为理解鲁迅完善主体精神结构的特殊方式和具体内容。

一、“蝙蝠”

鲁迅曾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蝙蝠。早在 1919年 5月，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以蝙蝠自况。当

时，傅斯年称赞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表示：“《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

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单见蝙蝠能干了。”[1]语虽谦虚，但对勤劳的蝙蝠

显然是感觉亲近的。30年代初，鲁迅为声援黎烈文而“准风月谈”时，也曾写有专文《谈蝙蝠》，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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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

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1]后来在《门外文谈》中，鲁迅也说：“因为我看古书也

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2]这两篇文章前者说蝙蝠的“异端”性，后者说蝙

蝠的难以“归类”性。从鲁迅的表达语气来看，鲁迅不仅以蝙蝠自况，而且还是很乐意别人给予自己

蝙蝠的评价。这显然是因为，鲁迅自信自己比较起年轻人来，更善于在黑暗中穿行，窥视和洞察黑暗

中的各种行径的秘密，而且鲁迅也自认为自己在当时的“革命时代”里属于革命的异类，总是不合时

代、发出“异声”，批判革命对象的同时又批判革命本身。

“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把重心安排在“光明”和“未来”，本质是典型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在此观念下，革命被视为一次性完成的历史任务，革命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因此普罗文学对革命的判

断带着理论的、实验的性质。鲁迅在“天演论”时代就摆脱了纯粹科学理性设计的客观进化之路，当

他预感到时代即将进入遽变期，也难持革命的片面乐观，而指出“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

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所以，文艺应该以独有的“重压”[3]关注这个时代。与之相应，他的“革命文

学”逻辑也立足于：“揭出黑暗”和“揭出现在”。“现在”的“黑暗”首先来自于统治者，鲁迅披露了一系

列“假救国”现象：《沉滓的泛起》里面借抗敌大做出卖旧货的广告；《以脚报国》里面留学生粉饰太平，

掩盖国内兵、匪、穷、灾各种祸乱；《新的“女将”》里面以军装和武器装点女性，再以“女将”来装点看客

的战场；《“非所计也”》里面鼓吹“私人感情”是中日外交解决方案，称“上京请愿”爱国人士“自行失足

落水”是“非所计也”；《观斗》里面“军阀们只管自己都争着…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

斗争”；对内忽战忽和，对外“不抵抗”，《航空救国三愿》里面兜售航空奖券，强迫民众缴纳飞机捐，却

不知道“炸弹会不会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整个社会表面上一派积极向上、团结抗战的风貌，

内底里竟是这等腐朽、积弱，鲁迅以“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总结那些蒙蔽群众，美化政治，自相

矛盾的言行。揭示虚假抗敌，从表面看来与国民政府为难，如果仅仅把这个当作鲁迅走向无产阶级

队伍的佐证，无异于把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界定为政治斗争。鲁迅之所以提醒国民从各种以救

国为幌子的骗局中，看穿那些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手里的伎俩，目的

在于引发国民对革命泥沙俱下情势的识别，这恰恰是鲁迅自身对革命的警惕和甄断。

此外，“现在”的“黑暗”也存在于革命阵营内部。鲁迅还讽刺了一系列“伪文艺”现象：《关于小说

题材的通信》里面谈到自称“革命文学”的仅仅是“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一味推崇“在现时代

大潮流冲击圈外”的“客观”就是“楼上的冷眼”，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面揭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

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目的在“为殖民地上的洋大人效劳”，“流尸文学将与流氓

政治同在”；《不通两种》里面批判“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学”，“上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艺

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

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他反驳王平陵所讲的“通话”事实就是“官话”，而不为官话代言的写作

就如“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对革命阵营的划分，鲁迅并不是沿用社会通行的某

一政治思想，而是看其是否真正实施革命主义。因此，他既不信任标榜革命的执政府，也不被革命文

学派的言说所迷惑。

这与鲁迅的革命观察密不可分。单就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来说，也是顷刻间就变为“反革命”

根据地，他在反思中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革命的领导者是否可信？他指出“革命巨子”只看重“自

[1]鲁迅：《谈蝙蝠·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3]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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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1]，他

们既有着“阴阳脸”，又眷恋着“咖啡店”，仅仅是“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就算“超出了时代”[2]。

第二，革命的依靠者是否可信？民众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主人翁身份，却唱着

显示“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的太平歌诀，任何一个革命的时代，

都有看客，他们的心理和形态如一，看“头”和“女尸”的“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

的神情”[3]。第三，革命的主义是否可信？他看过了“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回顾从“儒”到“侠”而

至“强盗”的革命之路，然而这种“不满”从来都不是要做“主人”，而是要做奴隶主或受奴隶主庇佑的

“流氓”[4]之流。所以，做“蝙蝠”就意味着鲁迅始终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革命的领导者、依靠者以及革

命诸学说，无论是对“无产阶级文学”还是非“无产阶级文学”，鲁迅评判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挂了革命

的“匾”，而在于有没有充分地正视“现实的黑暗”，做真正的反抗。

蝙蝠形象诞生于黑暗之中的明察，鲁迅自谓蝙蝠，更侧重对黑暗的辩证认识，既包括社会革命所

抵抗的黑暗统治，也指符合历史潮流意义的革命中的阴影部分，后者强调了革命未完成状态和行进

方向。鲁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看到：革命一开始并非所有战士都“意识”正确，而是“每一革命部队的

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但只要是进行中，

“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5]。鲁迅没有特指正确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但

肯定了意识的进化，这种进化不同于外来强力征服而被动改变的发展，而是个体意识的主动性发挥，

并集束为一种合力的作用。革命意识不是来源于教条，却实实在在来自于革命主体的参与和体验，

反过来又促成革命队伍的进化，这是革命的形成过程，也是鲁迅对自己早期进化思想的实践与整

合。从文化哲学的层面来看，鲁迅的进化思想建立在个体价值的抽象性上。他认为尊重个性的殊

异，就不应该以多数为标准，以英哲来迁就庸众势必引起社会退步。而上海时期的鲁迅，不再把天才

和诞生天才的土壤绝对对立，已经承认转化的可能性，使得他不再是简单地复述“文学革命”时代对

旧文化、旧传统的抨击，而是在社会层面、行动层面上再来看待这个“思想层面”的积弊，有了阶级思

维和辩证逻辑后鲁迅获得了比先前更自由、更深刻的认识事物方式。因此，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左转”以后生硬地使用“艺术的武器”时，鲁迅并没有单一地占有那个理论武器，而是充分地融入个

人生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联，从而培养了一种独立的信仰方式和新型的话语系统，

既没有将文化使命和价值情怀悬挂起来，也兼顾了群众感知和社会功用。

二、“勃兰特”

回忆韦素园的文章里，鲁迅怀念起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勃兰特。勃兰特在易剧中企图用

个人力量鼓动人们反抗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寻找理想。在途中，其他的人难以忍受登山

之苦，反而对勃兰特产生怀疑，并将他击倒，最后勃兰特在雪崩中丧生。易卜生的戏剧在新文化运动

时期推动过思想革命的发展，大批青年受其感召鼓舞，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勃兰特作为一个悲剧人

物，极度真实地演绎了对信仰最彻底的坚守，在被背叛的境地中，成为理想主义的献祭。勃兰特既符

合鲁迅早期崇奉的超人英哲标准，同时还具有投身现实社会的实践，所以并不仅仅是“黄金世界”的

偶像，而成为韦素园真实人生的一个写照。鲁迅写《忆韦素园君》的时候，心境早已不激昂，“我的记

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

[1]鲁迅：《通信·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2]鲁迅：《太平歌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3]鲁迅：《铲共大观·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4]鲁迅：《流氓的变迁·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5]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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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透露出对旧时的嫉恨与无助，但他却对这种牺牲精神充满激赞。一篇悼文

处处能看到鲁迅的夫子自道。一方面，深知为国族前途和个人信念工作会遭遇误解和陷于困境；另

一方面，即使“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重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1]，鲁迅也不

以此否定心中的信仰，而是将勃兰特作为自己的影子。

按照鲁迅的理解，从现实革命的角度来讲，勃兰特作为牺牲意象隐含着不计得失的奉献，但又与

成仿吾等人机械运用革命理论要求的献身有所区别。鲁迅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

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认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

人活的”，但这种活，不是苟活，他自己曾表达过“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牺牲准

备。这种牺牲，一是不问报酬，不以交换为目的，二是不畏树敌，因为“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

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2]。融入牺牲观

念的“战斗”不是左联时期的“飞车集会”，也不是暗杀等激进的革命手段，鲁迅的战斗始终以手里的

金不换为工具，落实到翻译和实施大众语的身体力行中。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启迪科学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唤醒灵

魂的《默》、《谩》等，回到国内后又译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作为改良民族性的精神资源，尤其

是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后，着手翻译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苏联关于

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的《文艺政策》、片上伸《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等一系列唯物史观著作。

而鲁迅翻译遭受谴骂声不断，从翻译观念、翻译方法、翻译心理等多方面对他进行文字责难和人身攻

击。先有梁实秋、赵景深、杨晋豪等人“顺而不信”的反驳，后有穆木天等人的“围剿”。穆木天发表文

章指责楼适夷借用“滥下注解”翻译观念形态不同的、反动的作品，他指出革命的翻译家应该翻译革

命的、进步的内容[3]。鲁迅则强调翻译也需要“知己知彼”，并举“砒霜”为例，“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

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

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穆木天这样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

观的批评”[4]即为证。他希望批评家“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

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5]，这样才有

利于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成熟的翻译工作充满怜惜，他甚至以只要没有“穿心

烂”的苹果，剜掉烂疤，还可以吃得几处没有烂的，正如“拾荒”一样的譬喻来婉劝批评界对成长中的

译者施以鼓励。对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把“间

接翻译”称为“投机取巧”、“滑头办法”、“避难就易”，鲁迅则说“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

投机，也不必推问”，“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即能不能“显出前一本的优良”[6]。而穆木天把

鲁迅的“重译”称为“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并认为鲁迅是“无深解的买办

式的翻译”[7]，鲁迅则回应“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8]。无论哪一种辩解和论述，鲁迅对

翻译的态度都是肯定多于否定，支持多于批判。他认为“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便是“运输

精神的粮食的航路”，急于事功或故意迁怒，只会导致“买空卖空”，精神上的“聋”，文界上的“哑”，如

[1]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8页。

[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页。

[3]穆木天：《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1933年9月9日《申报·自由谈》。

[4]鲁迅：《关于翻译（上）·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5]鲁迅：《关于翻译（下）·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6]鲁迅：《论重译·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7]穆木天：《论重译及其它（下）》，1934年7月2日《申报·自由谈》。

[8]鲁迅：《再论重译·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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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用秕谷来养青年，决不会壮大，只会出现尼采所描写的“末人”[1]。围绕翻译的种种分析、论争、呼

吁、倡议，反映出鲁迅对事物发展认识的辩证思想，不走结论性套路，更关键的是体现出他在接受无

产阶级理论之后自我评价和大众评价的调整：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先觉知识

分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上，隐含着不易觉察的精英思维，而从翻译事件来看，对先天不足和后

天缺陷都以宽容的态度扶持，并且对意图否定和压制翻译的批评界给予奋力抵抗，没有丝毫的“超

拔”姿态，而是平民化的、初学者的倾向。

三十年代，鲁迅响应“大众语”运动，大力提倡“汉字拉丁化”：像日本文那样留少许汉字，大多数

用拉丁拼音写，最后改作横行。今天反观他的建议，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鲁迅所

谈到的“大众语”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使用者的身份问题。在《门外文谈》中说因为文字是“特权

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和“神秘性”，士大夫阶层为了要把持文字，故意使文字难以学习，

不易普及，于是大众要想取得平等权利，在经济限制之外还多了一条文字难的高门槛。鲁迅把中国

文字称为“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

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

字来做我们的牺牲”[2]。汉字的拉丁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指出汉字就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

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3]，从地方的到

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必须依靠汉字的拉丁化，既节约时间又省却纸墨，这是一种和现代文明接轨的

意识，同时“把文字交给一切人”，也是废除等级化的第一步。鲁迅认为，阻碍大众语实施，不让百姓

享有平等的文字权，等同于“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这

样的苛酷摧残。而由谁来实施？“活的东西——谁来做——觉悟的读书人”，没有受到旧文字污染的

“刚健，清新”对应新生活的“彻底，平等”。从“文言时代”进入“白话时代”，这个过渡反映封建思想和

民主思想的斗争，而由“白话文”走向“大众语”，一方面有文言遗老的反对，另一方面还有白话建功者

的诘难。文公直说鲁迅提倡“语法的欧化”是投放“文化的毒瓦斯”，他甚至疑惑鲁迅是不是“敝国

人”。鲁迅对国民最深切、最朴实的体察和爱护，拼尽全力为反抗等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思想被误解为

“对全民族的出卖”，猜疑成“为西人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但鲁迅坚持“全照老样”就不能“前进”。

他曾以“别一个窃火者”形容自己不可躲避的境遇：“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

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

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

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4]这一段自画里面显示出鲁迅充分地认识到自

己的角色和任务，为着民族更广大群众的“前进”坚定地和一切压迫与残害的现象做斗争。

应该说鲁迅牺牲观建立起来的文学实践，已经褪去了早期思想中那种高蹈的，易于产生群众精

神隔膜的成分，渐渐转向紧贴大众生活，与国民根本命运相关又往往被革命者忽略的实践。当然，这

也符合他一贯的文化革命观的方向。在此牺牲观中，第一，鲁迅明确了牺牲的奉献对象，即中国几千

年来受尽文化奴役的底层人民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缺乏文化支撑的进步青年。并且他还指明了文化

改造的现实途径与可见目标，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当时并不完备革命大纲的补充；第二，鲁迅对牺牲

主体有了更为准确的引导，为牺牲提供了一种非革命主流的理解：一方面，不“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

满足”[5]，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应有不满足的彻底性，另一反面，即或是成功后也并非有面包或民众的拥

[1]鲁迅：《由聋而哑·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

[2]鲁迅：《汉字和拉丁化·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页。

[3]鲁迅：《关于新文字·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4]鲁迅：《别一个窃火者·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5]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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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祛除名与利的牺牲观斧正了革命的动机和目的



文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 期

菜”，与其看重是否和“鸡鸭”同等重要的名声，不如“合群改革”[1]。这样的论调立刻引起了华人不满，

林默认为鲁迅不但反对“鸣不平”，而且还说中国人不争气，不同意中国人仇恨西洋人，助长西洋人对

中国人的欺压，鲁迅维护他“东家”的“花边文学”简直是“毒汁”、“妖言”，可见是称职的“买办”[2]。“告

警者”看到的是民族生存力应该强化，应该把握自身命运，而不是麻木地接受恩宠或者剥削，宣扬的

是抗争，抨击的是顺从，帮闲者们却以民族气节这样的道德判断来检讨鲁迅。由此见出，“告警者”与

帮闲者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所谓的民族大义，而在于“告警者”不以表面的是非来衡量事理的正误，这

也是“告警者”始终逆舆论而行的原因。有怎样的阶级理论就会指导怎样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

相比思想革命获得了更大多数的社会力量，这种进步性是这一阶级理论所创造，但止步于革命本身，

抑或陷于革命运用的主义则会导致革命的不彻底。换句话说，在鲁迅的思想认识中，社会结构的革

命和精神结构的革命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模式，上海时期的社会情势和鲁迅自身的反思更平衡了

二者在鲁迅内心的比例。所以，“告警”必然是兼顾两个方面的失调，如果把鲁迅在三十年代坚持的

精神进化说理解为是“错位”，那么，就无法看到鲁迅在阶级观视阈下个人意识的整合，充当“告警

者”，恰恰是鲁迅以个体生命实践阶级理论的方式。

走上“告警”之路，鲁迅把唤醒沉睡国民的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革命任务，但这一任务

与所谓的革命宣传却背道而驰：胡适称赞洋式的“模范监狱”显示人权的进步，鲁迅说国家“至今还是

随便拷问，随便杀头”；若谷批评文人的不良嗜好，鲁迅说更糟糕的是这类“文人无行”的文章造成了

文坛的虚滑；《大晚报》上夸耀“大刀队”与满洲军搏杀获胜，鲁迅说“我军”与“敌军”均为华人，正是帝

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手段；抵制租界内洋人对国民的欺压和侮辱成为主流时，鲁迅说租界内“推”、

“踢”、“揩油”、“爬和撞”、“冲”才是导致社会落后与混乱的原因；提倡国货，禁用“铅笔和墨水”，鲁迅

说真正的爱国当如日本一样“仿造”优品……“告警”并非从优越性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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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的“告警”还有终极目的，他多次探讨国民“难行与不信”的问题，说大多数的人有“信”，但很少“坚

信”，既相信命运，又想着“买奖券”、“推背图”这样改变命运的旁门左道，根本上还是“什么都不信”。

他说“怀疑”并没错，但是流于“怀疑而已”，却无“明断”，这就是缺陷。从本质上来说，怀疑与崇信并

不矛盾，怀疑是找寻崇信的有效路径，但不能是绝对怀疑，否定一切，而应该是既辩证又唯物地看待

进化历程中的阶段性和整体性。这样的“告警”认识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情状，洞悉了世俗流弊背

后的文化逻辑，形成新的文化批判力，与三十年代初刻板的无产阶级理论和教条区分开来。

“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

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

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出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

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

“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鲁迅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同时可以看到，如果单独地理解其中一个意象，或以为鲁迅只延续进化理论

的精神革新，或判断鲁迅以阶级的改造替代国民性的改造，都不能完整地把握鲁迅的变化。对照《热

风》、《坟》和三本“且介亭”杂文集，鲁迅的文字越来越“务实”。他在《“立此存照”（六）》借罗振常《流

寇陷巢记》一段故事，说“《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

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1]，从“臆测”到“具象的实写”说明这一转变的存在。为什么会有

这个差异？《热风》的写作体验以十九世纪末期为主，而《立此存照》的作者已经目睹了二十世纪前三

十年的历史变化，当压迫、杀戮和麻醉从潜在的预期日益显形，且成为时代的主体事件，世变之亟超

过一切的精神虚拟构想。一言以蔽之，生活的残忍已经大大胜于人性的推理假设。鲁迅早期的信仰

建立在他作为个体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以及域外思想资源的刺激之上，而伴随实际斗争的加剧，他的

生命体验中融入了底层百姓的阶级迫害感，并且看到这种战斗的严峻性和持久性。他希望通过社会

阶级的废除来实现国民精神的进化，同时，又试图以国民心灵结构的改良来促进社会阶级的平等，这

就保证了他信仰的某种连续性。他的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都有着承续和联系，同样是对“吃人”社会

的揭示，三十年代的“吃人”更实在，指明舆论的自欺欺人，“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

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对历史的批判引导走向生存问题；同样是“救救孩子”，三十年

代提出了孩子的“玩具”问题、“读物”问题、“连环画”问题等等，对儿童的认识由成人视角转变到儿童

本身。他的立足点都回到切切实实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即使他惯用的讽刺也专门说

明：要抱有“真实”和“善意”，即使“夸张”，也“不胡闹”，这就决定了鲁迅在上海时期的解剖和疗救都有

明确的“治活”意识和“他者”观念，同他前期的精英化思路有所区别。


